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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文学在体裁上可以分为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等几大类，但这些体裁在选本编纂的
格局中所占的位置并不总是对等。也就是说，选本类型在选本格局中所占比重的变化，与某一体
裁在当时社会语境中的地位息息相关。在中国古代，诗歌是核心文体，因而诗歌选本或总集最多，
其次是散文。小说文体的发达是近现代以来的事情，因而小说选本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出版中所
占的比重和数量整体上也最多。诗歌作为传统优势文体，虽然在近现代以来地位趋降，但因其情
绪表达的便捷亦能在特定年代大放异彩，同时又因诗歌的形制偏短易于编选选集，常有一卷在手
应有尽有的感觉，诗歌选本也是20世纪文学选本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构成部分。相比之下，散
文则要逊色得多，而戏剧选本则又更少。
一
就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小说和诗歌是一种彼此呼应和互补共生的关系。这样一种关系，可
以借用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说加以分析。如果说启蒙与救亡确实构成了20世纪
中国互相补充和彼此竞争的两大核心主题的话，这样一种关系，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文学各文类
之间的变动关系。启蒙建构的是精英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救亡指向的则是广大民众。它们的侧
重点不同，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决定了启蒙偏向于以故事的讲述说服他人，而救亡则倾向于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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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的呼应动员民众。这样一种错位恰好对应了小说与诗歌之间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当启蒙占
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小说就可能成为主导文体，而当救亡成为主潮时，诗歌则又可能一跃而成为
核心文体。这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得到印证。“五四”前后，小说是最为重要的文体，而到
“抗日战争”时期，诗歌或通俗韵文文体（比如民间戏曲）则成为当时的主潮。20世纪50—70年代，
最为活跃的文体，主要是新民歌、政治抒情诗以及各种民间戏曲（通常的文学史，多从小说文体入
手叙述，对此类作品多有忽略）。20世纪80年代以迄，当启蒙再一次被重提的时候，小说重又占据
了文坛主流的地位。
这样一种矛盾关系，还与当代中国另一个二元对立命题息息相关。那就是毛泽东《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命题。毛泽东提出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
命题，其实是凸显了普及的优先地位。这样一种对普及的推崇，某种程度上是与毛泽东设想中
的文学动员大众的功能彼此对应。而这，也就提出了对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文体的改造问
题。这首先是一种创作方式的变革。在这之前，文学创作（包括文学阅读）更多是一种个人行为。
20世纪50—70年代，则开始探索思考集体创作的可能。这样一种集体创作在话剧等戏剧文体中
得到尝试，也最为成功。小说方面也尝试集体创作方式的可能，所谓“三结合”或写作组也主要
是在小说创作方面。在这当中，确实诞生了如《红岩》之类的成功之作，也出现了一些颇具争议
的作品。即使如此，小说也面临着阅读接受上的非大众化倾向。小说的阅读是一种个体行为，需
要一定的知识积累，这对于当时的广大民众而言，是有一定困难的。而不像诗歌，可以通过朗读
或歌唱，成为一种阅读接受上的大众文体。从这点来看，小说本质上仍旧是一种精英文体。而
这，也决定了为什么当启蒙占据主导的时候，小说会成为核心文体。“五四”时期小说地位的提
高，与其所承担的启蒙角色有重要关系，同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说地位的凸显和提升，就与
彼时的“新启蒙”思潮有关。
相比之下，诗歌虽然很少有集体创作，虽然历史上也有过精英化和远离大众的倾向，但诗歌
却是最具有大众化倾向的文体。中国自古就有民歌的传统，采风之说渊源有自。基于此，毛泽东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特别注重诗歌的创作， 所以才会在1958年提出古典加民歌的诗歌发展
路径的设计：“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
民族的，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1］(P322)显然，20世纪50—70年代诗歌选本的
大盛，与毛泽东对新诗发展道路的思考有关。毛泽东提出新诗的出路在于古典加民歌以及因之而
起的新民歌运动，都对彼时诗歌选本的大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样一种文体思考，是建基
于毛泽东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构想的。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不仅体现在其内容上的为人民服务，
还体现在其创作主体的人民构成上。古典加民歌，恰好可以成为这种“人民文体”。而事实上，动员
大众，很多时候主要是一种情绪上的表达，简明、鲜明而集中就成为其要求，古典加民歌某种程度
上正好可以做到这点。
情绪表达和大众动员是诗歌的主要功能。这也决定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新诗大众化，20世纪
50年代中期的新民歌运动，20世纪70年代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以及“文革”结束后伤痕诗歌的流
行。但大众动员终究不是20世纪中国的主流，更多的时候，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其
文学的功能更多体现在启蒙和提高上。小说正是充当了这种启蒙和提高的任务。这种状况，决定
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选本中小说选本在总体上占据主要位置；其时，影响较大的，也多是小说选
本，比如说《重放的鲜花》（所选主要是小说）《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主要是小说）《当代短篇小说43
篇》《探索小说集》《探索诗集》和《新时期争鸣作品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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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言之，在20世纪50—70年代，小说选本所占比例总体上较少，大众文体，诸如民歌、散文（这
是广义上的散文，还包括通讯、回忆录、特写、报告文学等）和曲艺选本所占比重较多，只要翻阅中
华书局编印的“全国总书目”（最开始是由新华书店编印，后改为中华书局编印）系列就可以明白
这点。这一现象的产生，与当时对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的理解有关。也就是说，是对普及和提高的关
系的理解决定了这一类选本的大盛。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是文
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
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
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
‘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2］(P861-862)虽然这里的“目前”特指的是
1942年前后的抗战语境，但就文学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构成主要是工农兵而言，这一观点在20
世纪50—70年代仍然有效，而事实上，彼时的人们也是从这个角度理解的。即是说，在人民的构成
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只占极少的部分，文学为人民服务，主要是为工农兵服务。这一状况，
决定了20世纪50—70年代的选本编纂，不是为了经典的遴选或艺术追求，而常常意在普及。因此
选本编纂中，是否合乎主流意识形态就成为其编纂的重要标准。之所以特别注重民歌、散文和曲
艺，一方面是因为其读者面广；另一方面也因为人民大众能够参与这些文学体裁的创作中去，20
世纪50—70年代盛极一时的《红旗飘飘》即是其体现。相对而言，小说要显得更具个人化与个人性
了。这也能理解，在20世纪50—70年代针对现代时期诗歌的选本极少出现，其很大程度在于，诗歌
在现代时期还主要是一种精英文体，不宜被重视或过多推崇。另外，还要看到，民歌、散文选本的
繁荣，还表明另一个重要层面：这是真正繁荣的人民的文艺的时代，即所谓人民参与写人民。这是
人民的文艺的表现形式。
与普及和提高的关系相关，决定20世纪50—70年代选本编纂的制约因素的，还有所谓文学大
众化的诉求。在当时有所谓通俗文艺与非通俗文艺的区分。按照新华书店编《全国总书目》的区
分：“通俗读物与非通俗读物的划分，还没有一个完全恰当的标准，我们现在大体上是按照语文程
度来划分的， 即凡适于小学至初中程度的人阅读的列为通俗读物， 高于这一水平的为非通俗读
物。”［3］(P3)虽然说这一划分只是大略，但反映出一种趋势，即对通俗文艺的推崇和支持。文学的大众
化，造成20世纪50—70年代中，通俗文艺的选本大盛和非通俗文艺的选本相比稀少，后者甚至可
以说屈指可数。
以诗歌为例，20世纪50—70年代的诗歌选本中，关于“五四”以来现代时期的新诗，在当时主
要以臧克家的《中国新诗选》（1956和1957年两个版本）为代表。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诗歌创作选
本，在“百花时期”，有过年选系列，比如《1956年诗选》《1957年诗选》《1958年诗选》。还有关于建国
十周年的诗歌选的编选以及《萌芽诗选》等。而像《萌芽诗选》，其实已经向通俗文艺靠拢了。即使
是这些选本，其中很多已经表现出趋向大众化的倾向。里面的选诗标准，一些是倾向于进步或革
命的主题，一些是倾向于工农兵作者。这一时期，工农兵诗歌选本或民歌选本数量甚多。
与之相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选本构成中小说选本开始趋多。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学
作品选读》丛书中，小说选本占绝大部分。再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三十周年选本，其中
短篇小说选有8厚本，诗歌只有3卷。这里，固然有诗歌体制短小，故而容量上只有3卷薄本，但其深
层次上还与当时对建国十七年文学的评价有关。十七年时期的诗歌创作，就体量而言，显然要远
远多于小说创作。但为什么诗歌选本只有3卷，而小说选本有8卷呢？显然这涉及背后的评价问题。
在当时看来，建国十七年时期，小说的成就要明显高于诗歌。建国十七年的诗歌写作，很多都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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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兵写作，而小说则主要是专业作者。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是，文学终究还是精英主义的产物，非
专业作家很难写出好作品。
二
不难看出，20世纪50—70年代诗歌选本的大盛与选本的功能变迁息息相关。也就是说，通俗
文艺和文艺的大众化趋向下，诗歌选本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普及上。这决定了诗歌选本的编纂，很
多时候不是为了经典化的产生和形成。即使是郭沫若和周扬编选的《红旗歌谣》，其在当时也带有
一定程度的实验色彩。“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这是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国风。”［4］(P1)20
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观念的重大变迁，文学的精英化倾向抬头。这一文学观的影响下，文学
选本的编纂日益凸显其经典化功能。艺术标准日益成为文学选本编纂时需要重点考虑的前提，而
不是相反。
文学的大众化倾向，决定了20世纪50—70年代的文学选本的另一重功能，即往往只具有汇聚
和集中的功能。虽然说这一功能与经典化不无关系，但其侧重点不在经典化，而在集中展现上。选
本的非经典化功能，某种程度上是与它的表现形态彼此对应的。很多时候，它不再是二度发表，而
仅仅是首次发表。这在那些新民歌和工农兵作者那里更为明显，比如说《小靳庄诗歌选》（天津人
民出版社，1974年）。这个选本的“选源”是小靳庄——天津市宝坻县林亭口公社下面的一个大队。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大队的贫下中农的群众诗歌创作实践的集中展现。与一般的工农兵诗选或民
歌选相比，其“选源”显然要窄得多，因而也更具有首次发表的特点。这一选本编纂形式，在这之前
的民国时期，主要在那些民歌的收集整理中才会出现。但若仅仅看成是历史的隔代延续，则又是
明显的误读。就像《小靳庄诗歌选》的“后记”所指出的那样，这一选本的编纂是为了回击所谓的
“上智下愚”“天才论”。［5］(P172)也就是说，这一选本编纂有其明确的所指和针对性。选本的出版，在当
时有打破由精英知识分子占据的文艺界的格局的功能。 那些原本不可能在精英所占据的刊物上
发表的作品，很多直接就可以以选本的形式出版。关于这点，还可以联系毛泽东当时的一个重要
判断。毛泽东在一个“指示”中曾表示了他对当前文坛被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统治（即“‘死人’统
治”）的非常不满：“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是好的），十五年来，基本
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
设。”［6］(P512-513)这某种程度上也包括了对精英控制下的文学发表机制的不满，也表明一点，选本编纂
中的后退倾向并不是要回到古代或现代， 而是对当前文学选本编纂实践中的精英化趋势的反拨
与扬弃。
也就是说，选本出版也是一种重要的发表方式和渠道。这对现代意义的文学出版体制，是一种有
效的补充。同时，也与古代民歌的收集整理不同。古代民歌的收集整理，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的，是经
过精英知识分子整理过的。而20世纪50—70年代的大量的民歌和工人诗歌，虽然也经过精英知识分
子之手，但此时精英知识分子已经过了思想改造，其立场和态度早已转移到人民大众身上，可以说，
这是真正意义的且程度很高的民歌和工人诗歌。换言之，20世纪50-—70时代，工农兵写作的主要和
重要发表渠道就是选本出版。这从当时盛极一时的《红旗飘飘》（革命回忆录，系列丛刊，中国青年出
版社1957年开始出版，一直持续到80年代）、《志愿军一日》（4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2000
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精选其中部分，分成上下卷再版）等大型选本（或系列丛书）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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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体裁格局与选本编纂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从争鸣作品选入手。争鸣
作品选是彼时影响很大的选本类型，但争鸣作品选是一种综合性的选本，里面集中了小说、诗歌、
戏剧等多种体裁。具言之，争鸣作品中，小说占据主要部分，其次是戏剧（包括话剧），很少有诗歌
或散文的影子。以《文学风雨四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争鸣述评》为例。其所选争鸣作品45篇
（条）中，小说27部，戏剧12部，诗歌只占一首，即郭小川的《望星空》，另外就是条目“朦胧诗”。另
外，像《争鸣作品选编》（2册，北京市文联研究部编，1981年12月），其中所选作品24篇（条），小说17
篇，电影文学剧本3篇，话剧1篇，诗歌3首。叙事文学作品（电影文学剧本和话剧也属于此类）之所
以更容易引起争鸣，与叙事文学作品所表现的现实问题有关。这是一些可以被称之为“问题写作”
的文学作品，它们引起争鸣，不是因为其文学形式的创新，更多是因为它反映的内容上。这一现象
充分说明了叙事文学作品在中国当代的地位的重要程度。
但这里也有阶段性特征。20世纪50—70年代，有的只是作品引起的争论而后遭致批判，比如
说《武训传》《海瑞罢官》《我们夫妇之间》等。作品真正引起争鸣并成为繁盛现象是在20世纪80年
代，90年代以来则开始衰退。与之相对应的，是争鸣作品选编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盛；20世纪90年
代以来虽有争鸣作品选出版，但更多是带有总结性的，或者带有刻意构筑争鸣现象的倾向。换言
之，20世纪90年代的争鸣作品选，带有制造话题以引起争鸣的倾向。比如说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
的“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这与20世纪80年代的争鸣现象截然不同。20世纪80年代是
作品的题材或内容引起人们普遍关注，进而形成争鸣讨论的空间。
就体裁而论，诗歌和小说形成争鸣的情形明显不同。诗歌创作潮流可能会引起争论，但某个
诗歌作品本身却难以起到这样的效果。比如说关于“朦胧诗”引起的争论，其开始虽然与顾城的几
首诗和杜运燮的《秋》和李小雨《海南情思·夜》有关①，但争论发展到后来，实际上已经转移到青年
一代的“思想感情”和“表达那种思想感情的方式”［7］(P7)上，与某一或某些诗其实关系不大。小说争
鸣现象则相对复杂些。其中既有因某些具体作品，比如卢新华的《伤痕》和刘心武的《班主任》而等
引起关于“伤痕文学”的讨论，但更多的时候，则是就作品所涉及的内容及其与此相关的某一类社
会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就作品引起的争论，很少会关注文学表现的形式本身。即使是朦胧诗的
争论，其涉及的也多侧重于“精神状态”［7］(P5)的不健康情绪上，比如说“失望”“迷惘”“彷徨”和“虚
无”［7］(P6)或“心灵上的阴霾”［7］(P38)等，表达上的懂与不懂（即“朦胧”“隐晦”等）首先是相对于情感的
健康与否而言的，即是说是次要的。不难看出，20世纪80年代，关于小说的争论往往针对表现内
容，而诗歌引起的争论则多聚焦情感表达上。这种不同，决定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争论，更多是
在小说（包括其他叙事文类）这一块。这是彼时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思想启蒙（即新启蒙）所决定了
的。“新启蒙”时代关注的焦点是表达什么，而很少是怎么表达。现代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虽
偶有作品出现但难以形成潮流的原因或在于此。
同样，也要看到，20世纪80年代影响很大的选本中，还有获奖作品选。关于这点，从这些获奖
作品选的印数和销量可以看出。《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5月第一版印刷数是10万册，同年10月第二次印刷10万册。这些获奖作品选中，诗歌获奖作
品选不多， 较有代表性的是蓝棣之选编 《当代诗醇——获奖诗歌名篇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1989年）和《我常常享受一种孤独——获奖诗人诗歌选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另
外《诗刊》社编《1979—1980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也收有部分获奖诗歌。这并不是说
当时没有诗歌奖。而只是表明小说获奖的影响程度较高。20世纪80年代影响很大的文学奖项主要
是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这一情况，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有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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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争鸣作品选和获奖作品选的出版及其影响走向式微。另一方面是，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选
本开始出现两极化的趋势：一是追求商业热点，一是学院化和体制化。各种文学史选本，或者总结
回顾性的综合选本有规模的出版。回顾和总结新时期，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学选本编纂的一大特
点。此时，小说选本虽然仍占据主要部分，但其影响力早已经不是20世纪80年代所能比了。
三
在选本编纂中，篇幅的长短是常常需要考虑的问题。这决定了长篇小说通常不被收入选本，
选本的种类按体裁划分大致分为诗歌、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包括杂文、报告文学）和戏剧
（主要是独幕剧）， 其中占据主要地位或核心位置的是短篇小说选和诗歌选。 就此而论， 选本之
“选”首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集中展现，其次才是“精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选本的现代性问
题。就古代选本而言，其选本编纂还肩负另一重功能，即保存的功能，所谓“网罗放轶”［8］(P278)，其“总
集”之“总”名，与此不无关系。但对于现代以来的选本而言，“总集”之“网罗放轶”的功能有所减
弱。 随着现代印刷业的发展， 通过选本编选来保持作品， 似乎已不如此前重要， 而通过选本来
“选”，即“删汰繁芜”［8］(P278)的功能则有所加强：出版物急速增多，通过“选”来引导读者阅读就成为
必须而必要了。选本之“选”起着延缓或对抗现代性时间维度上的速朽和易逝功能。此时，所选作
品的篇幅长短就是选本编选时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了。选本之“选”，如果其所选作品在数量上有
限，“选”的意义不能得到很好体现。而如果“选域”范围很窄，也不能体现其“精选”的价值。这都要
求所选作品篇幅上要相对短小。但这也造成选本编纂实践中一个永恒的难题，即篇幅的相对较短
与作品的代表性的问题：篇幅较短的作品，是否具有某一作家的艺术水平或某一潮流流派的典型
的代表性？另外，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即篇幅短小的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有多高？最能代表文
学史上艺术成就的高端的，是长篇还是短篇？这些问题，都在选本编纂实践中集中体现出来。
就诗歌而论，诗歌形式的体裁较短，诗歌作品的好坏，与篇幅的长短没有太大关系，这也决定
了选本构成中，好的诗歌选本最能集中反映一个时代或某一潮流的艺术成就和艺术水平。文学史
（特别是当代文学史）上，影响甚大的选本，大多都是诗歌选本，与此有一定关系。古代自不用说，
现当代以来也是如此，比如说《朦胧诗选》（阎月君等编，3个版本）《九叶集》《中国新诗选》（臧克家
编，3个版本）等。对小说创作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小说选本中，影响最大的还是短篇小说选，而
不是中篇小说选， 比如说20世纪80年代的短篇小说年选， 其销量总是要高于同期的中篇小说年
选。但年选的编选标准相对保守，年选的独特性欠缺，主体性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年选编
选越来越趋向于各人编选，选家的主体性很强，但因为每年的年选品种很多，如果把所有年选入
选作品集中起来，与当年度的发表作品比较，年选之“选”的功能在总体上看并不明显（这与单个
年选的“选”的功能显著程度，恰成反比）。短篇小说选本中，影响较大的，主要还是流派或思潮作
品选。这是因为，虽然对一个小说家而言，最能代表其创作成就高低和文学史地位的，通常是长篇
作品，但就文学流派或思潮论，短篇或中篇亦具有思潮流派的代表性，甚至可能代表性更强。
作品的长短不仅决定或影响其收入选本与否，同时也决定或影响其收入选本的方式。中篇和
短篇一般是全选，而长篇小说、多幕剧或长诗，即使偶被收入选本，其收入的方式则分为“全选”、
“节选”或梗概几种。以长篇小说为例。长篇小说被收入选本中，在选本编纂史上与《中国新文学大
系》有关。其一般的做法是列入长篇小说篇目，这在作为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或中国当代
文学作品选中比较常见，陈思和主编的《逼近世纪末小说选》也是采用这种方式。长篇小说很少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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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选本，当然有篇幅的考虑，还与读者的阅读有关。长篇选本中只能选择为数不多的几部，这样
一来，其选本的“选”和“集”的功能就不能得到很好体现。另外，读者完全可以去买长篇小说的单
行本，而没有必要买这一选本。选本中收入长篇小说，往往只具有建构文学史秩序的意义。《中国
新文学大系》（第二辑及其后） 是如此，《陕西文学六十年代作品选》《建国50年四川文学作品选》
《山西文艺创作五十年精品选》等地方省市长时段综合性文学作品选也是如此。中短篇小说选本
则不同了。中短篇选本中凸显了选和集的功能，可以免去读者的选择之苦和选择之功。相对来说，
长篇小说选本在这方面的功能则严重不足。虽然，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的编选中，创
造了全选和节选的方式，但终究其所选择的数量不多，而且节选也只是作为辅助手段。比如《中国
新文学大系1949—1976》，其《长篇小说卷》卷一和卷二，都是全选，《长篇小说卷一》收录有王蒙的
《感受昨天》、梁斌的《红旗谱》和杨沫的《青春之歌》；《长篇小说卷二》收录的是周立波的《山乡巨
变》、孙犁的《风云初记》和赵树理的《三里湾》。《长篇小说卷三》是节选，收录的有刘知侠的《铁道
游击队》、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王蒙的《青春万岁》、曲波的《林海雪原》、吴强的《红日》、周而复的
《上海的早晨》、刘流的《烈火金刚》、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欧阳山的《三家巷》、柳青的《创
业史》、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姚雪垠的《李自成》和金庸的《笑傲江湖》。
这里，关于全选和节选两种方式，体现的其实是两种态度和评价上的不同。也就是说，全选和
节选，代表的是文学史秩序中位置和地位的不同。被全选的，一般是高度肯定的作品，而被节选的
作品，虽然也是极具代表性的长篇，但总因某些原因，难免存在某种不足之处。即节选的形式表现
出来的是编选者有保留的肯定态度和犹豫：“在编纂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前十七年的小说，尤
其是长篇小说，出现过不少佳作、大作、力作，但这些作品，除了积极反映时代主旋律、题材重大、
主题鲜明、正面人物突出以外，往往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又打上了负面的时代烙印，主要是指受
‘左’的思潮影响和时代烙印。”［9］(P687)
这样一种全选和节选的编选方式，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中有延续和发展，
其中长篇小说卷中，前三卷是全选，后两卷是节选。而在节选的《长篇小说卷》卷五中除了节选的
部分外，还增加了“存目”部分。至此，长篇小说收入选本中的编选方式及其格局最终确定下来，即
全选、节选和存目。三种编选方式，代表了三种评价态度：高度肯定、比较肯定和有保留的肯定（梗
概这一编选方式，则更多与选本的篇幅有关）。而之所以在长篇小说卷中全选、节选和存目的做
法，除了评价上的不同态度外，还与编选者们对此一时段的长篇小说及其文学总体的评价。比如
说《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中，长篇小说有3卷，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只有1卷；所选数量，
长篇（包括节选）有19部，中篇只有9部。这样一种比例说明，在编选者看来，建国十七年时期，其文
学成就主要表现在长篇上。再比如《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中，中篇小说卷有4卷，收入52
篇作品；长篇小说5卷，收录（包括全选和节选）有32篇作品。显然，就小说作品的数量而言，中篇在
总量上要远远多于长篇，但在进入这一大系中，它们的比例却只是1.63∶1。这样的比例说明，《中国
新文学大系（1976—2000）》对此一时段的长篇小说的创作总体评价上要高于中篇小说。进言之，
就20世纪中国文学百年的历程来看，编选者的潜在的看法是，随着时代的向前发展，文学创作越
来越成熟，长篇小说的成就相应也越来越高，也最能代表某一阶段的文学成就。
此外，还要看到，带有文学史性质的大型系列选本，在编选作品时因为有大致趋同的文学史
观的限制，其选择作品时可以选择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即使选择了长篇，也是在综合权衡下的
产物。这也决定了文学史性质的选本，或带有教材性质的选本中，选家的主体性不强，选家也不可
能发挥自己独到的编选标准。从另一个角度说，选家要想发展或凸显自己的主体性，就必须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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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必须编选教材选本之外的个人选本。谢冕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文库》，就是立足于
编选者自己对文学经典的理解，而展开的选本编纂。但不管如何发挥自己的独创，小说的核心地
位都是不被编选者质疑的。
四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选本编纂格局中文学体裁的分类及其配置，并不仅仅是选本编纂
格局所内在决定的，其所反映出来的更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症候。就当代文学而言，
选本编纂的体裁格局变迁，涉及当代文学实践中的一系列重要命题，诸如文学功能定位、文学的
大众化倾向、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文学的“人民性”内涵、文
学主体的构成，等等。选本编纂作为首次或二次发表（有些选本在经过选刊二次发表后，属于三次
发表）方式，其所显示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选”的姿态，更是时代主题及精神的表征，在这当中，
选本编纂以“选”的方式自觉运用文学体裁或类型分类原则，既强化了文学的现代性特征，也在不
知不觉中塑造着我们的文学观念和对文学的评价与看法。
注释：
①参见顾工的《两代人》（《诗刊》1980年第10期）和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诗刊》1980
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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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mal of China’s economy, 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ive to restore the optimistic situ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provide flexible space for structural adjustment, implement more promising structural adjust-
ment policies, and accelerate the advanced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3）Anthology Compilation and the Change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Genres Pattern
Xu Yong
The change of the proportion of anthology types in the pattern of antholog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osition of a genre in the social context at that time.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 evolution of
the status between poetry anthology and novel anthology mainly involves the following proposition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rization” and “improvement”, the functional changes of
anthology, and the changes in the composition of literature subject behind it. The compilation of an-
thologies consciously applies the principle of classification of literary genres or types in the way of
“selection”, which not only strengthens the modernity of literature, but also unconsciously shapes our
literary concepts and evaluation and views on literature.
（4）Water Transportation of Tribute Grains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Spatial Pattern
Outside Nanchang City——A Re-discussion of Jiangxi’s Provincial Warehouses
Yang Pinyou
Tribute grains transportation was transferred in the way called Gaidui began with the 10th year
of Chenghua in Ming Dynasty. It meant army needed going to the terminal of counties to receive
grains. Before Yitiaobianfa reform, the tribute grains were carried by Lijia and Liangzhang to termi-
nal, the army always extorted them. The situation was more serious since Jiajing period. In addition-
ally, the rivers of Jiangxi weren't suitable for shipping. From the middle of Wanli period, in order to
reduce chances for the army to extort Lijia and Liangzhang, the counties bought warehouses to store
tribute grains in provincial capital, Lijia and Liangzhang transmitted grains to the army in these
houses. During the practice of Yitiaobianfa, the grains were carried to terminal by government, many
warehouses also were built. There are full of warehouses outside northwest and southwest Nanchang
till Qianlong period. After these warehouses were built, they were used as Shiguan and Huiguan. Stu-
dents who took imperial examinations, officials and other people of counties stayed here when they
passed through provincial capital. According to the rising history of warehouses outside Jiangxi
255
